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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

———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叶 树 勋

摘　 要：先秦名学是学界一直很重视的研究领域，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这一方面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
曹峰教授在研究进路和方法上做出重要调整，为理解名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由此出发，可以对先秦名学的诸

多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包括“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等，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名学至为重

要，并且也有助于理解诸子的相关思想。 围绕于此，也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的情况做出再讨论，尤其是“以西释中”和
“以后释前”这两种做法，其影响已不限于名学研究，在更大范围上乃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深入讨论之，也是对中

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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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思想史上，“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

题，尤其是在先秦诸子时期，“名”是当时思想界的

一个流行话题。 对此，现代学界很早就开始给予关

注和研究，目前在这一领域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

果。 然而，数量的丰富并不代表对象的意义已得到

充分反映，正如曹峰教授所指出的，以往的名学研究

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太大，学者们关注的是“名”在逻

辑学、知识论领域的表现，却忽视了更为主要的政

治、伦理方面的意义。 基于此，曹教授在研究进路和

方法上做出系统的调整，以尽可能充分展现古代名

学的真实面貌。 在其研究中名学的政治、伦理意义

得到了集中呈现，一个新的研究格局全面打开。 沿

着这一方向，名学当中很多关键的问题便具备了被

重新理解的可能性，这不仅关乎如何理解先秦名学，
同时也涉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情况。

一、先秦名学研究的反思与转向

早在 ２０ 世纪初，中国古代名学便已进入研究者

的视域，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努力，学界在这一领域已

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回顾以往，学者们对此

主要是从知识论、逻辑学的角度展开研讨。 然而，这
种做法忽视了“名”在思想史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尤其是，“名”思想所含有的政治、伦理方面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研究视域遮蔽了。

作为事物的名称、名谓，“名”包含了两种不同

的意义。 用曹教授的话来说，一种是追求事实判断

的“名”，这可以放在知识论、逻辑学的范畴中进行

研究；一种是追求价值判断的“名”，这应放在政治

论、伦理学的视野中展开探讨。①在先秦秦汉之际，
后者才是“名”思想的主要表现，但长期以来研究者

却将重点放在前一种。 正是出于这种问题意识，曹
教授以政治伦理思想为基本视域，对先秦的“名”思
想重新展开系统的探讨。 经过长期反思所要开展的

这一新方向，是本着恢复思想史原貌的基本考虑，力
图将古代中国名学的真实面貌，尤其是它在政治、伦
理方面的意义，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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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古代名学的主要意义是在政治、伦理方面，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的名学研究却将重点放在其他

方面呢？ 对此，曹教授在书中做出了分析。 他指出，
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２０ 世纪初以来，出于民

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需要，研究者有意去构建与西方

相匹对的中国逻辑学，从而运用西方的逻辑学理论

去解释“名”的相关问题。 在“以西释中”的研究视

域里，古代“名”思想中与逻辑学相关的内容便得到

了强化甚至是放大，而原本作为主要形态的政治、伦
理的意义，反而被淡化，乃至于被掩盖。

从宽泛的视野来看，此间也关涉到中国哲学的

研究方法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自其

建立开始，就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刺激和推动。 ２０ 世

纪中国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一个中国思想学问和西方哲学不断碰撞、交融的过

程。 正是这样的一种历程，让我们每每习惯于“以
西释中”的做法，以西方逻辑学、知识论解释中国古

代“名”思想，便是一个典型。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
们对“以西释中”的反思和检讨也在不断进行，尤其

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质疑这种做法的声音越来越

多。 在此形势下来看这项研究，可以说，这是在名学

研究领域对“以西释中”做出了一次具体而典型的

回应。

二、“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

在曹教授的这项研究中，古代名学的研究进路

得到了系统的调整，一个新的研究格局全面打开。
顺着这种思路，笔者发现其间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值

得进一步探讨，诸如怎样分析“名”的类型，如何理

解“名”的理论角色，如何看待“名”在现实中的功

能，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古代名学是至关

重要的，并且对于理解先秦诸子的相关思想也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
１．“名”的类型：指称性与规范性

对古代名学做出两种类型的区分，是曹教授名

学研究的一个基础。 在他看来，古代名学可以区分

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追求事实判断的“知识型”，一
种是追求价值判断的“政论型”。②基于此，他指出

以往的名学研究乃将重心放在了知识型，忽视了当

时更为主要的政论型。 这是曹教授对古代“名”思

想所做的基本分析，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深入察

觉到传统研究的问题所在。

从“名”的含义来看，多数研究者习惯于将其理

解为“名称”“名谓”，或者进一步理解为“概念”，却
不怎么关注“名”在很多场合中所见的“名分” “名
位”以及“制度”“秩序”等方面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

的，古代中国思想家讨论一个话题，其意义往往和他

的立场以及讨论的语境紧密相关。 一方面，不同的

立场和态度会促使他们在讨论同一个议题时出现不

同的关注点或关注方向。 另一方面，话语的具体场

合也会影响议题的所指，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语境

中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意义，即便是在同一位思想家

那里。 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名”的问题上都有很典

型的表现，所以说在古代思想史上“名”的意义之所

以复杂多样，既是因为思想家立场和见解的多样性，
同时也是由于思想语境的复杂性。

在分析思路上，曹教授借鉴了事实与价值相区

分的方法。 有关这一分析的合理性，我们在此进行

重新审视。 事实与价值相区分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

基本方法，有关于此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讨

论过程。 大概来说，自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提出“是”
与“应当”的区分、摩尔（Ｇ． Ｅ． Ｍｏｏｅｒ）将其作为元伦

理学的基础而加以强化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在

学界广泛流行。 但晚近以来，学界出现了很多批评

的声音，一些新自然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事实

与价值的内在关联，甚至是宣称这种二分法不能成

立，如普特南（Ｈ． Ｗ． Ｐｕｔｎａｍ）就曾断言二分法的崩

溃。 当然，晚近以来的关于二者之联系的各种论证，
并不是否认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而是反对摩尔所代

表的认为二者逻辑上毫无关涉的观点。③因此，事实

与价值的区分仍是成立，只是不能极端地认为二者

之间毫无关联。
回到名学问题上，可以看到运用此法不仅可行，

并且也有必要。 诸子论“名”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

取向，这在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和班固的《汉
书·艺文志》对名家的评析中，就已经得到总结，即
便他们还没有明确的事实与价值相区分的意识。 此

外，也只有做出这种分析，才能够将古人论“名”的

不同诉求尽可能全面反映出来，尤其是，唯有如此才

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醒我们，“名”的意义并不是现代

学界长期所定格的那样，只是单方面地指向逻辑学

和知识论。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名”的类型做出这样

的概括：一种是指称性的“名”，即用以指称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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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谓，诸子对这类“名”的讲论，主要是关注它

作为一种知识的真确性问题；另一种是规范性的

“名”，即具有价值内涵、用以规范人事活动的名分、
名位等，诸子对这类“名”的讲论，主要是关注它在

伦理、政治方面所涉的正当性问题。 在当时的名学

思潮中，具有规范意义的“名”才是主流，并且是集

中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④

以上重新审视了分析的合理性，并对“名”的类

型做出总结，接下来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两种名学之

间是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联呢？ 正如前文所指出

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具体到“名”的

问题上，同样也能够反映这一点。 以公孙龙为例，他
辨析白马非马、主张坚白相离，反映了他对知识真确

性的诉求，但公孙龙的言论里又何尝没有政治价值

的考量呢？ 就好像《公孙龙子·名实篇》的结语所

言：“至矣哉！ 古之明王。 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至

矣哉！ 古之明王。”在他看来，明王应当审验名实、
规范言辞，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不仅是出于知识真确

的需要，最终也是有服务于明王政治的需要。 因此

可见，两种名学之间并非毫无关联，所谓两种类型，
是就不同语境下“名”的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意味着

二者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
进一步考察的话，还可发现此两者也具有某种

意义的统一性。 无论哪一种类型，在本质上来说，
“名”都是一个语言符号，是构成语言现象的一个基

本单位。 在此，我们需要区分“名”的语言属性和它

所表现的具体功能。 就“名”自身而言，无论它做何

种表现、发挥何种功能，它都是一个语言符号，只是

这一符号在不同场合中将会发挥不同的功能。 即此

来看，所谓两种类型，主要是就“名”的功能进行分

析，而在根本上，两种类型的“名”都是作为语言符

号而存在。 对于此等情况，可以概括为“名”的“一
体两用”。

２．理论角色：“名”在“道”“法”之间

探讨“名”的思想，离不开考察它和其他概念的

互动关系。 在很多时候，一个概念的意义是在它和

其他概念的互动中得到多维展现，这一点具体到

“名”的问题也是如此。 在曹教授的研究中，“名”与
“道”“法”的关系是被关注的一个焦点，他的名学研

究最初便是源于对《黄帝四经》中“名”与“道”“法”
关系的重视。 在诸子有关“名”的言论中，黄老名学

乃具有一定程度的融合性意义。 黄老学说以老子思

想为基础，援引法家、名家、儒家等诸派理论，这正是

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融合的体现，这种融合性在名

学问题上也有一定表现。
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先秦思想的发展趋势正如

郑开教授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前诸子时期的“德—
礼”体系转变为诸子时期的“道—法”体系。⑤在这

一转变中，黄老学说乃是后一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在此，老子的思想要素被改造成一种更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的学说，而这一“现实化”的改造，则离不开

法家的理论参与。 对此，如果要在其中找到具有标

志性的观念符号，那么可以说，老子学说提供了作为

黄老思想基石的“道”，法家学说则是提供了作为黄

老制度设想的“法”。 正是在此意义上，“道—法”体
系也就构成了黄老学说的一个基本框架。 具体到黄

老学中的“名”，它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思想体系中

展开。 因此，要探讨“名”在黄老学中的理论角色，
主要便是探讨它在“道—法”体系中的地位。

为明晰起见，先来看“名”与“法”的关系。 在讨

论诸子政治思想时，“法”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

来是由于整体上的从“德—礼”到“道—法”的思想

转型，二来具体到几个主要学派，除了以“法”为核

心话题的法家，其他的诸如儒家、墨家、道家（主要

是黄老道家），在不少地方也表达了他们对“法”的
看法。 可以说，在当时思想界“法”与“名”都是流行

话题，并且诸子也常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虑，那么

在二者的关系上，他们又是作何看法呢？ 对此，曹教

授在专著上编第四章有专门论述。 在其论基础上，
笔者认为“名”和“法”的关系可以被概括成以下三

种：（１）“名”“法”互用、意义近同，这在很多文献中

都有表现；（２） “名”与“法”作为两种治理方式，各
自分工，相辅相成，这在《尹文子》中有典型表现；
（３）“名”是“法”的前件，亦即“法”的制定需建立在

“审名”的基础上，这以《黄帝四经》为典型。 根本上

来看，“名”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制度建构，在这

一点上它与“法”具有同质性；但在不同的文本中

“名”的具体意义有不同的侧重，由此也就和“法”表
现出不同的关系。

接下来看“名”“法”与“道”的关系。 关于这个

问题，曹教授主要是在下编第四章围绕《黄帝四经》
展开论述，其论指出：《黄帝四经》所代表的黄老道

家的政治思想，其实是建立在“道—名—法”三元模

式的基础上；“道—名—法”的模式意味着从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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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到形而下的“法”，还需要“名”这一中间环

节，这是法律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 结合前面的探

讨，我们可以对三者的关系做出这样的理解：在政治

世界里“名”和“法”都是指具有规范意义的制度建

构，但相对来说，“法”侧重于指制度规范本身，而
“名”的意义则显得比较灵活，可能和“法”相同，也
可能是指“法”的前件，或是指与“法”相辅相成的治

理方式；至于“道”，则是制度规范体系的总依据，不
管“名”“法”的关系如何，“道”作为它们的总根据

这一点不会发生改变。
此间尤需注意的是，“道生法”虽然仍不失为对

黄老政治思想的一种概括，但“道”本身并不会“生”
“法”，其间还必须经过圣人的审名、立名活动。 《管
子·心术上》有言：“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

道。”在此，“权”是从“道”至“法”的一个中间环节，
而《黄帝四经》里作为“道” “法”之中介的“审名”，
大概也就相当于《管子·心术上》所说的“权”。 总

之，这里所涉的不仅是“名”在“道” “法”之间的地

位问题，同时也关乎“法”的来源问题。 在后一问题

上，法家是不甚关注的，黄老道家则表现出比较多的

思考。 他们所推想的法制之由来，乃是基于圣人这

一特殊主体“执道—审名—立法”的活动，也正是在

此意义上，“名”成为形上之“道”落向形下之“法”
的一个必要中介。

进而言之，黄老学中“名”和“法”的属性也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按照以往的通行理解，黄老道

家以及法家所主张的“法”是一种为君主专制服务

的制度工具，对此，王中江教授曾提出不同看法，他
指出“法”在两家思想中其实是指具有公共性、客观

性的普遍制度，并非服务于君主的一人之私。⑥笔者

对此论深为赞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黄老道家看

来，“法”和“名”都是由圣人来确立，那么应该如何

保证这一主体在“审名” “立法”活动中能够体现公

共性呢？ 如果从现代的“法治”观念来看，法律制度

来源于普遍“公意”，这是保障制度公共性的基础。
从黄老道家的理路来看，也许可以说，黄老学是通过

“道”或者“天道”来保证“名” “法”的公共性，具体

来说，则是通过“因循人情”这种方式为制度的公共

性提供保障。 但黄老道家和法家所说的“因循人

情”主要是指君王利用民众趋利避害的性情而制定

赏罚的制度，这里的“人情”和现代意义的作为“法
治”之基础的“公意”仍有很大不同。 总之，如何理

解黄老思想中“名”“法”的公共性及其保障的基础，
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３．现实功能：“名”作为一种控制力

考察“名”的类型及其角色，主要是就它的理论

表现而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向度有待关注，那便是

“名”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 对此，曹教授曾

提到，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古代中国

“名”的意义，最后他想到的一句话是，“‘名’是一种

力量”⑦。 当从“力量”的角度看待“名”，已是在关

注它在现实中的作用了，正如曹教授在该处进一步

解释的那样，“‘名’在中国古代就是一种建构政治

秩序、塑造社会规范、约束人际关系的有效的力

量”。
在一般印象中，“名”就是名称、名谓，进而再关

注之，则知它还具有名分、名位的内涵。 但不管哪一

种，它都是一个语言符号，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力量

呢？ 对此，曹教授在该处未做出具体探析，但书中其

他地方可以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线索。 书中上编第

一章主要探讨“名”与禁忌的关系，在此“名”所涉的

禁忌被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就“名”与人的关系而

言，人们不希望别人使用自己的名字，同时也避免称

呼尊长的名字；二是就“名”与物的关系而言，认识

某事物的名便等于把握了该事物，并且人们相信只

有少数的人才能知物、名物。 由此来看，“名”之所

以成为一种力量，主要在于它和所指涉的事物对象

（“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控制”关系。 正因

如此，人们才会不愿别人使用他的名，而对于尊长也

应当避其名讳；也正因如此，掌握了事物的“名”便

相当于掌握了该事物的本质。 若仅从指称论来看，
“名”的意义就是指称一个事物对象，亦即，“名”
“实”之间只是一种指称和被指称的关系。 但是，在
早期中国各种关于“名”的神秘禁忌中，我们可以看

到“名”“实”的关系还不止于此。
从禁忌问题出发，对“名”之为力量可获得比较

具体的理解途径，但这种理解主要是就指称之“名”
而言，对于规范之“名”来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力量，
主要是源自“名”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规定性。 诸子

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在礼坏乐崩的东周晚世，如何

重整社会政治秩序是当时诸子共同的问题意识。 具

体到“名”的问题上，也离不开这一基本的思想氛

围，因此，这一观念的规范意义自然也就集中表现在

政治世界。 正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以指称之“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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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公孙龙名学，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关切，更遑

论那些本身就具有伦理规范意义的名学内容了。 因

此，“‘名’是一种力量”这一论断可以进一步理解

为：“名”主要是一种政治力量。 并且，作为一种政

治力量，“名”在不同的主体那里所具有的功能是有

所不同的。 就讲论“名”的诸子百家而言，“名”作为

一种力量，主要表现为言论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一

种指导力；而对于治国圣人而言，“名”作为一种力

量，则主要表现为圣人对国家政治的一种控制力。
相对而言，“名”在治国者那里具备更现实的力量，
借助这一力量，统治者可以实现自己对国家政治的

控制，这也是“名”得以成为“法”之前件的主要原因

所在。
由乎此，可以进一步讨论道家关于“无名”和

“有名”的学说。 曹教授指出，对于“名”的态度，道
家奇妙地呈现出两个极端，在有些地方他们否定

“名”，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又肯定“名”，这看起来

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是反映了道家在不同问题上

的态度。⑧曹教授关注道家在“无名”和“有名”问题

上的内在统一性，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可能更符

合黄老学的情况，而在老庄思想中情况或非如此。
这里所讨论的“名”乃是就规范之“名”而言，对

此，黄老道家是持肯定的态度，之所以又讲“无名”，
也正如曹教授所指出的，这是在倡导人君摆脱“名”
的束缚，达至“无名”之境以更好地把握“有名”世

界。 但在老庄思想中，规范之“名”则是被否定的，
老庄倡导“无名”，其实质乃在于否定规范之“名”所
含的政治控制力。⑨因此，同样是讲“无名”，在老庄

这里是意味着否定“名”，但在黄老思想中则是为了

更好地利用“名”，在后者“无名”不仅不是否定控

制，反而是成就控制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此意义上，老庄所说“无名”和“无为”的意义

是一致的，“名”和“为”都意味着政治上的控制，而
“无名”“无为”则是指对政治控制的否定。 李巍教

授曾指出，作为老子标志性主张的“无为”，是一个

阐述统治成本的功利主张，其核心就在于否定高成

本的控制性统治。⑩ 笔者想继续指出的是，在“无

名”的问题上老庄也有类似的考虑。 以往主要是基

于指称性的“名”去理解老庄所言的“无名”，而如果

注意到“名”的规范意义，那么就容易发现“无名”所
具有的“反控制”的意味。

三、以西释中与以后释前

接下来我们对此间所涉的方法上的情况做出再

讨论。 在这项研究中，曹教授由始至终都强调的一

点是，要尽量抛开各种先入为主的主观预设，回到文

本自身。 其实，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名学研究，扩展

到一般的哲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都应当如此。 这

也正是诠释学理论所强调的诠释视域的开放性，亦
即，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去除掉各种“前
识”，让文本的意义自由敞开。

但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带着各种

前识去理解文本，这样一来，那些与前识相合的内容

自然就得到强化、放大，而那些不合乎前识的内容则

在无意间被过滤出去。 在名学研究中，可能成为前

识的情况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
二是后世学人对早期文本的解释（对于现代研究者

而言，后者也可能构成前识）。 这两种情况往往是

交织在一起，正好体现了外界因素在时空两个角度

下对诠释视域的错综影响。 此间的问题已不限于名

学研究，在更大的范围上，还涉及中国哲学研究中如

何看待西方哲学和后世诠解的问题。
１．以西释中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某种程

度上是“以西释中”催生出来的，而在后来的发展过

程中，也离不开“以西释中”的推动。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现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使用西方的理

论和方法，而不顾自身思想学问的原质和特色。 我

们接受了这一推动，接下来要做的是呈现哲学思想

在中国的情况，而不是用汉语来表述西方哲学。 就

好像古代中国思想中“名”的议题，在某些地方它固

然表现出对逻辑、知识的诉求，对此可以借鉴西方的

相关理论展开研究；但如果一味局限于此，只关注那

些与之相关的内容，而将其他的意义“过滤”掉，甚
至是削足适履、任意比附，那么这样的研究更多的是

在复述西方逻辑学、知识论的内容，而不是在探讨古

代中国的“名”思想。
正因为看到了“以西释中”的种种弊端，近年来

中国哲学界对此做法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那么，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完全否弃西学，走向

纯粹的“以中释中”呢？ 在笔者看来，倘若如此的

话，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如果说那种任意套

用西学的做法是一种“激进”，那么这种一味排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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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态度则成了“反向激进”。 在此首需考问的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做到纯粹的“以中释中”？ 在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融合中，西方的学术文化已经

内化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思维、方法、话语

等各个方面，无一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

从孩童接受教育开始，就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脑海当

中，不可能将其删除。 所以，纯粹的“以中释中”其

实是无法做到的，我们一旦去解释“中”，就已经无

可避免地带上了“西”。 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要

不要“以西释中”，而是在于如何尽量避免那些不恰

当的“以西释中”。
此外，如何看待这一做法还需区分不同性质的

工作。 大局上来说，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区分为

“解释性工作”和“创发性工作”。 就后者来说，对西

方学术资源的借鉴与吸收显然是必需的，这就好像

汉魏以降我们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融汇而

成新形态的宋明理学。 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则是，借
鉴、吸收欧美传统的西学，对中国思想文化开展新一

轮的创发和推进。 那么，就前一种工作来说，是不是

就可以完全排斥西学呢？ 当然也不是。 一来，如前

所述，我们已然无法“抹掉”西学的影响。 二来，借
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有时候不仅不会遮盖中国思

想的原质，反而有助于揭示文本的意义。 就好比名

学问题上，借助西方的事实与价值相区分的方法，可
以澄清那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内容。 此外，前面一

再强调的回到文本自身，也正是西方诠释学理论的

核心主张之一。 由此来看，即便是就解释性的研究

工作而言，也不是必然导向拒斥西学，在有些时候西

学的借鉴不仅不会遮蔽意义，反而有助于呈现意义，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运用。

因此，对待“以西释中”的问题，我们要保持客

观、全面的态度。 首先要认识到，纯粹的“以中释

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孩童接受教育开始，西学已

经固存于我们的思维当中。 其次，要区分不同性质

的研究工作：就创发性研究而言，对西学的借鉴和运

用是必需的；就解释性研究而言，此类工作的最终目

的是让文本意义自由敞开，围绕于此，借鉴西学可能

会遮蔽意义，但也可能有助于呈现意义。 因此，仅就

解释性研究来说，如何对待西学，其实是一个如何扬

长避短的问题，并非必然导向拒斥西学。 为了回到

文本自身，自然要清理那些会成为障碍的“前识”，
之所以反对“以西释中”，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而

言。

２．以后释前

作为遮蔽文本意义的主观预设，“前识”既包括

那些来自域外的不适合文本的理论方法，也包括后

世解释者对早期文本的过度解释。 基于前者解释文

本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以西释中”；而基于后者解释

文本，也就是拿着后世解释者所叠加的意义去理解

早期文本，这种做法则是不恰当的“以后释前”。
曹教授在其研究中批判的对象集中在不恰当的

“以西释中”，而对于不恰当的“以后释前”，也有一

定的反思和批评。 书中下编第一章中对孔子“正
名”思想的考论，便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此处先考

察诠释史上对孔子“正名”的各种解释，总结出三类

情况：（１）以郑玄为代表的正文字说，认为“正名”说
的是规范文字书写；（２）以朱子为代表的正名分说，
此说强调名分规范体系的政治意义；（３）以现代逻

辑学研究者为代表的正名实说，所谓“正名”是说概

念与对象要保持一致。 紧接着，作者通过考察《论
语》中“名”的表现，并结合孔子其他地方的相关言

论，发现孔子此论只是表明他意识到了语言对于政

治的重要性，这里的“正名”是指正名辞，或者说正

言辞、正语言。 作者还指出，在郑玄以前的引用孔子

“正名”的言论里，更多地也是强调正言辞。

由此来看，后世的注解者对孔子“正名”之说的

解释经历了一个不断叠加、不断复杂化的过程。 若

要尽量恢复思想史原貌，那么就应当在研究中尽可

能排除后世叠加的各种新内容。 关于这一点，曹教

授曾将其比喻为“剥竹笋”：只有将竹笋的外壳一一

剥离，才能够清楚地看到笋芯（这是笔者向曹教授

请教相关问题时，他多次提及的比喻）。 这个比喻

非常生动，它提醒我们，倘要回到思想的源头，那就

应该从思想史的河流逆流而上，只有这样，才能切实

了解到源头的水质。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对“以西释中”往往比较警

惕，而对于“以后释前”则未免留意不够。 笔者这几

年在关注道家“自然”观念，发现学界在理解老子

“自然”时，往往会“以后释前”。 比如其间最受关注

的“道法自然”，研究者往往是依据河上公注的“道
性自然，无所法也”进行理解。 但结合《老子》文本

的诸多材料来看，这一命题说的是“道”顺任万物

“自然”。我们通常是预设了注释作品的天然准确

性，从而忽视思想观念的动态发展。 如果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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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本自身”的重要性，那么何种解释为确，就
不言而喻了。

对于早期文本，后世解释在很多时候是做出更

明细的阐述，为我们理解早期思想提供各种启发和

帮助。 但思想观念是动态发展的，后人对早期文本

的理解难免带有时代性，从而产生各种过度解释乃

至于误解、曲解。 我们所说的要排除不恰当的“以
后释前”，也正是针对后一种情况而言。 事实上，我
们对早期文本的理解仍有赖于后世诠解，就好像我

们在理解孔孟思想时，自然绕不开汉唐注疏和宋明

释论，而在理解老庄思想时，也是离不开魏晋注释。
只是对那些过度解释，则要尽量排除之，否则它们便

会成为遮蔽意义的一种“前识”。
这么说来，是不是意味着后世的过度解释就毫

无积极意义呢？ 当然也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同
样需要区分不同的场合。 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后世

的过度解释自然是消极的。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

来看，则情况大不一样。 倘若我们关注的是哲学思

想的创新和发展，那么后世的过度解释不仅是积极

的，并且还是必要的。 比如“正名”的问题，从正言

辞到正文字、正名分，再到正逻辑，这是一个被不断

误解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思想观念不断发展的一种

表现。
往更大的范围看，甚至可以说，中国思想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通过“误解”来发展的，尤其是在秦汉以

后，“误解”所表现的推动力更加明显。 魏晋学人

“误解”了老庄，所以有了新形态的玄学；宋明学人

“误解”了孔孟，所以有了新形态的理学。 如我们所

知的，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哲学史整体上划分为两

个大阶段———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意味着，前
期主要是确立经典，后期主要是围绕经典展开释论。
由此也提示了，秦汉以降思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经

典诠释来推进，其间的诠释不可能都是复原性解释

（“照着讲”），在很多时候它是叠加性解释（“接着

讲”），正是通过后一种方式，思想家才能够在新的

时代下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
这让笔者想起了刘东教授曾做出的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去追寻某种思想的源头，有可能找到的只

是一粒很简单的砂粒，对于学问思想的发展而言，更
值得关注的是包裹在砂粒外面的珍珠（这是笔者在

清华国学院求学期间，刘教授对我们的指教，此处大

概复述其意）。 刘教授在此强调的不是如何恢复历

史原貌，而是如何看待学问思想的历时性发展。 耐

人寻味的是，曹、刘两位教授所关注的是同一对象

（后世学人对早期文本的叠加性解释），但他们的态

度却大不相同，甚至是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
表面上来看，这两种态度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

上，在不同的场合中它们是各自成立的，关键看我们

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寻觅思想的源头，
尽量澄清其原貌，那么就应该剥去后世逐渐衍生的

“笋壳”，以便清楚看到“笋芯”；如果我们要考察思

想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学说在后世的创新和发展，那
么我们就应该充分地品鉴那颗熠熠生辉的“珍珠”。
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也正是在此意

义上，“竹笋喻”和“珍珠喻”是可以“两行”的。
当我们面对经典文本时，影响理解的外界因素

复杂多样，其中比较常见的包括来自域外的理论方

法，以及本土历史上的相关解说。 这两种因素往往

交织在一起，正体现了外界因素在时空两个角度下

对诠释视域的错综影响。 思想史研究要求尽可能呈

现原貌，因此要排除那些不恰当的“以西释中”和

“以后释前”，前者是空间上的错位，后者则是时间

上的混淆。 但切需注意的是，这绝非意味着对外来

的理论方法和后世的相关解说，就可以持一种完全

否定的态度。 不管是对待西方学术，还是对待后世

诠解，都应当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区分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工作性质，以全面审视它们的意义和价值。
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对于那些具有遮蔽性的西学框

架和后世误解，自然是要排除的，而排除它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各种“前识”，以尽可能回到

文本自身。

注释

①⑦⑧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第 ７７—７８、３１４、２６９—２７９、９７—１０１ 页。 曹峰教授的名学研

究集中见于此书。 ②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编第

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书中很多地方也将这两种类型概

括为“语言学、逻辑学”和“政治学、伦理学”。 为简便计，这里采用书

中上编第三章的概括方式。 该章内容主要是针对“名家”，但这种概

括方式也可以适用到“名学”。 ③包括断言二分法崩溃的普特南，也
没有全然否定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他强调“一种区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不
等于一种二分法（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不是没有区分，
但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若将二者之区分视作一种具有普适

性的二分法，则是不恰当的。 详见［美］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

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１５ 页。 ④关于“名”
的类型，李巍教授曾有类似分析：一类是指称之“名”，即宽泛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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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名称；另一类是指导之“名”，主要用来影响、约束或规范人的行

为。 见李巍：《“名”“德”相应：〈老子〉道经首章的新解读》，陈鼓应

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 ３１ 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８ 年。 笔者旧稿原以

“描述性”和“规范性”分析“名”的类型，后来拜读到李巍教授的论

文，发现用“指称性”来概括前一种类型更为切合。 虽然“指称”在本

质上仍是描述性的，但它更能直接反映“名”的称谓功能。 ⑤郑开：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２ 页。 ⑥王中江：《秩序、制度与贤能：黄老学为什

么反智的一个内在追寻》，《道家文化研究》２０１５ 年总第 ２９ 辑。 ⑨如

《老子》第 ３２ 章有“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侯王若能守

之，万物将自宾”，第 ３７ 章有“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无

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庄子·则阳》也说

“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在此，
“无名”的意义都在于不控制、不干涉，而不是以往所理解的没有名

称。 当然，对于现实中已然成立的规范之“名”，老子并没有主张彻

底毁灭，而是主张“知止”：“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

所以不殆。”（《老子》第 ３２ 章）至于《老子》第 １ 章所说“无名，天地

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似乎是表明老子在此问题上也采取综合态

度，但这里的“名”是指称性的（“无名”“有名”都是对“道”的描述），
如同《庄子·天地》所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的“无名”。 因此，这
一命题并不能反映老子在规范之“名”的问题上也如同后来黄老学

那样，主张“有名”和“无名”的统一。 当然，不排除后来黄老道家对

此往规范之“名”理解的可能性，因而某种程度上这一命题也就成为

黄老学论述“无名”“有名”之统一的一个依据。 ⑩李巍：《德治悖论

与功利思维———老子“无为”观念的新探讨》，《哲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 “前识”，语出《老子》第 ３８ 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意指先入为主的看法。 “以西释中”这种做法也被刘笑敢先生称

作“反向格义”，因为它的解释方向和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佛教的

“格义”恰好是反过来的。 详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

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第 ９７—１０２ 页。 “以西释

中”所涉的问题很复杂，本文在此主要是想说明，如何看待这一做

法，需要区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研究性质，而不是一概而论地对其

加以否定。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以西释中”所遭受的质疑和批评

固然很多，但其间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比较全面的态度。 这方面

的讨论可参见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

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第 ９７—１２８ 页；乔清举：《中国哲学研究反

思：超越“以西释中”》，《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李承贵：
《“以西释中”衡论》，《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等。 关于这

种理解，参见王中江：《“道”何以要“法” “自然”》，《光明日报》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

论》，《哲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王博：《权力的自我节制：对老子

哲学的一种解读》，《哲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伍晓明：《“道”何以

“法自然”》，《中国学术》总第 ２７ 期，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１—
１５８ 页；曹峰：《〈老子〉的幸福观与“玄德”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原

文化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等。 关于老子“自然”的理解分歧以及针

对这些分歧的评析，可参见拙文《老子“自然”观念的三个问题》，《人
文杂志》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８—２５ 页。 “两行”之说出自《庄子·齐物

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其意是

说，所谓是与非，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但两者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是

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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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